甲骨文亳邑新探

汤居亳，史有明文记载，但商汤所居之亳究竟在何地？却是学术界聚讼纷纭的一大难题。在传统的说法中，以陕西关中的杜亳说
、陕南的商州说
、河南商丘北曹县一带北亳说
、商丘东南谷熟一带的南亳说
和偃师的西亳说
，较有影响。50年代以来，先后又提出了位于河南内黄县的黄亳说
，位于山东泰安市东南的博县说
，位于河南郑州的郑亳说
，位于山西垣曲的垣亳说
，位于濮水流域的濮亳说
，位于定陶之东、成武县北境的济亳说
，位于商丘以北的蒙泽附近的蒙地说
等。上述诸说，最初主要是依据文献上的一些说法而提出，后来随着甲骨文中亳字的辨认，以及考古学上有关商代前期城邑的发现，学者们又加进去了甲骨文和考古学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面对上述诸说，判定其得失的标准或依据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从文献的角度讲，一是应该首先考虑先秦文献中出现的亳邑或亳地而不是后代文献中的亳；二是该亳邑应满足《诗经·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所说的成汤“韦----顾----昆吾----夏桀”这样的经略和作战路线；三是鉴于《孟子·滕文公下》说“汤居亳，与葛为邻”，对于汤居亳的邻国葛也应考虑。从考古学的角度讲，我们若从商汤灭夏前所居之亳开始考虑，那么此亳邑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应包括灭夏前夕的先商文化在内，而其城邑的位置则应尽量满足上述文献角度所说的三个条件。从甲骨文的角度讲，除了也应尽量满足上述文献角度所说的三个条件外，更主要的是根据帝辛征人方卜辞，商与亳相距只有一天路程的距离，所以甲骨文中“商”地的考定，对于“亳”地的确定至关重要。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仅就甲骨文所见之亳，依据上述诸标准条件作一重新探讨。

1、 甲骨文中的商与亳

在甲骨文中有作为邑名、地名的亳
，而且在征人方卜辞中还可以看到作为地名的“亳”与作为地名的“商”之间的距离。如《甲骨文合集》36567卜辞曰：“□□王卜，在商，贞：今〔日〕步于亳， 亡灾？甲寅王卜，在亳，贞：今日〔步〕于[image: image1.bmp]，亡灾？乙卯王卜，在[image: image2.bmp]，贞：今日步于[image: image3.bmp]，亡灾”。这版卜辞，虽然第一条卜辞“□□王卜，在商贞：今〔日〕步于亳，亡灾”缺少占卜天干，但由于它与后两条卜辞辞例格式完全相同，后两条的占卜天干是前后连接的，第一条的天干也应与第二条相连。此外，由后两条可知，甲寅在亳地占卜贞问“今日步于[image: image4.bmp]”，到第二天乙卯果然是已经到达了[image: image5.bmp]地，又在[image: image6.bmp]地占卜“今日步于[image: image7.bmp]”有无灾祸，这说明这版卜辞中所占卜的“今日步于某地”有无灾祸，在行程上当日是能到达某地的，并形成了一种占卜格式，从而可以确定，第一条卜辞“在商贞，今日步于亳，无灾”所反映的由“商”到“亳”的距离，只是一天的路程。也就是说，只要确定了这些卜辞中的“商”在何地，“亳”也可以随即确定。为此，主张郑亳说者，把该卜辞中的“商”放在了今河南武陟县东南的商村
或淇县的朝歌
；主张北亳
或南亳
说者，把这个“商”地放在了今河南商丘。当然，也有把该条卜辞中的“商”放在山东泰安的
。可见问题的关键是，必须首先确定卜辞中的“商”究竟在何地。

在卜辞中，“商”地的问题，又是与“中商”、“大邑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为了能说清楚卜辞中的“亳”地何在，我们还需对卜辞中的“商”、“中商”、“大邑商”的问题，作一系统地分析和讨论。在卜辞中，关于“商”、“中商”、“大邑商”等典型性的卜辞有：

（1） 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                 （《屯南》1126））

（2） 己巳王卜，贞：□岁商受〔年〕？王占曰：吉。

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吉。

西土受年？吉。

北土受年？吉。                               （《合集》36975）


  （3） 辛卯卜，殻贞：王入于商？




辛卯卜，殻贞：王勿入于商？                   （《合集》10344）


  （4） 乙卯卜，殻贞：今夕王入商？                   （《合集》39990）


  （5） 丙戌卜，争贞：在商亡祸？                     （《合集》7814）


  （6） 贞：不至于商？五月。                         （《合集》7818）


  （7） 贞：勿归于商？                               （《合集》7820）


  （8） 辛酉卜，尹贞：王步自商亡灾？                 （《合集》24228）


  （9） 己巳贞：示先入于商？                         （《合集》28099）


  （10）丙辰卜，于庚申[image: image8.bmp][image: image9.bmp]用？在商。                 （《合集》33127）

（11）癸卯卜，在商贞：王今夕亡祸？                 （《合集》36550）

（12）癸卯王卜，贞：旬亡祸。在十月又一，王征人方，在商。

癸丑王卜，贞：旬亡祸。在十月又一，王征人方，在亳。

癸亥王卜，贞：旬亡祸。在十月又一，王征人方，在[image: image10.bmp]。

〔癸〕酉王卜，在□，贞：旬亡祸？〔在〕十月又二，〔王〕征人方。（《英藏》2524）

（13）□□王卜，在商，贞：今〔日〕步于亳，亡灾？

甲寅王卜，在亳，贞：今日〔步〕于[image: image11.bmp]，亡灾？

乙卯王卜，在[image: image12.bmp]，贞：今日步于[image: image13.bmp]，亡灾？      （《合集》36567）


  （14）……勿于中商。                              （《合集》7837）

（15）□巳卜，王贞：于中商乎……方。              （《合集》20453）

（16）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十月。




……卜，王……不既……于侯，侯……有祐。    （《合集》20650）


  （17）己丑卜，殻贞：[image: image14.bmp]于丘商？四月。

贞：勿[image: image15.bmp][image: image16.bmp]于丘商？

……

壬寅卜，殻贞：不雨？隹兹商有作祸？

贞：不雨？不隹兹商有作祸？”




（《合集》776）


  （18）甲午卜，燎于丘商？                          （《合集》7838）


  （19）辛丑卜，殻贞：妇妌乎黍丘商受……            （《合集》9530）

（20）甲午王卜，贞：作余[image: image17.bmp]朕禾。余步从侯喜征人方，上下[image: image18.bmp]示，受余有祐？




不[image: image19.bmp]灾祸，告于大邑商，亡[image: image20.bmp]在[image: image21.bmp]？王占曰：吉，在九月，遘上甲[image: image22.bmp]，隹十




祀。









（《合集》36482）


  （21）丁卯王卜，贞：[image: image23.bmp]巫九[image: image24.bmp]，余其从多田于多伯征盂方伯炎，[image: image25.bmp]衣翌日步，〔亡〕




左，自上下于[image: image26.bmp]示，受余有祐？不[image: image27.bmp]灾〔祸〕，〔告〕于兹大邑商，亡[image: image28.bmp]在[image: image29.bmp]？




〔王占曰〕：弘吉，在十月，遘大丁翌。                 （《合集》36511）

（22）己酉王卜，贞：余征三邦方，[image: image30.bmp][image: image31.bmp]令邑弗悔，不……亡……，在大邑商，王占曰：大吉。在九月，遘上甲□五牛。                  （《合集》36530）

（23）甲午卜，贞：在[image: image32.bmp]，天邑商皿宫衣，〔兹夕〕亡祸。宁。   （《合集》36541）

乙丑卜，贞：在[image: image33.bmp]，天邑商公宫衣，兹夕亡祸。宁。在九月。 （《合集》36543）

（24）壬戌卜，贞：在[image: image34.bmp]，天邑商公宫衣，兹夕亡祸。宁。      （《英藏》2529）

对于卜辞中“商”的地望，最初作出研究的是罗振玉先生和王国维先生。罗振玉在《殷虚书契考释》中指出，安阳殷墟乃是武乙、文丁、帝乙三朝之都，卜辞中的商与大邑商、天邑商并皆殷都（即安阳）之称。
王国维赞同罗说，与罗振玉不同的是，他认为安阳殷墟作为殷都始自盘庚终于帝辛，并说商是“始以地名为国号，继以为有天下之号，其后虽不常厥居，而王都所在，仍称大邑商。讫于失天下而不改”。他以《多士》之天邑商为殷末周初之事，所以也引《多士》而谓“是帝辛、武庚之居，犹称商也”
。林泰辅及胡厚宣亦从罗、王之说。胡厚宣先生根据前举卜辞（2）、（15）、（16）条之内容指出：以“商”与东南西北并贞，可知殷代已有中东南西北五方之观念；“商”既位于四方之中，“商”即“中商”也，亦即后世“中国”称谓之起源。古之“中国”之义，本指京师
。他辞之大邑商，即“国之中央，王都之所在，今河南安阳其地也”。


然而，随着材料的增加，卜辞地名所显示的情况愈来愈错综复杂，故而新说也就迭出纷呈。第一位对罗、王之说提出异议的是董作宾先生。他通过排列征人方卜辞，特别是上举第（13）条之辞，看到商与亳相近，认为亳是谷熟之南亳，推定商为河南之商丘。但又以“商”、“大邑商”、“中商”为一地，并承认卜辞“大邑商”“中商”含有“中央”的意思，只是说这是“殷人以其故都”所在地为中央。
其后，陈梦家先生也因卜辞有“在商贞今日步于亳”之语，而认为董作宾推定商为商丘是正确的，但他对天邑商、大邑商、商、中商加以分别，说“凡称天邑商的记衣（殷）祭之事，凡称大邑商的记征伐之事并兼及田游，两者未必一地。”“天邑商”在今河南淇县东北之古朝歌，“大邑商”疑在沁阳田猎区，“商”与“丘商”在今商丘县一带，“中商”指的是安阳。
岛邦男先生也认为卜辞中的“商”、“中商”、“丘商”、“大邑商”是同一地方，其地在今商丘县，而提出小屯殷墟，卜辞另有称谓称之，即卜辞中称为“兹邑”的地方。
钟柏生先生则提出第一期卜辞中的“商”“丘商”、第二期的“商”、第三、四期的“商”“大邑”、第五期的“大邑商”“天邑商” 和一部分“商”在今河南商丘；而第一期的“兹邑”“中商”、第三、四期的“中商”、第五期中的一部分“商”在安阳小屯之殷墟。他说“‘商’的称谓，在卜辞中是代表二个地望：一是安阳殷都，一是河南商丘。这两者之所以相混，完全是卜辞本身暧昧不明，并没有其他的特殊原因”。
近年，郑杰祥先生在《商代地理概论》一书中提出：卜辞中与四方、四土相对的“商”指的是王畿，而对于卜辞中一般的“商”，即诸如“王入于商”、“在商”之类的“商”，认为指的是一个具体的地名、具体的居邑，他称之为“商邑”，说是位于王畿之内的王都，即今日安阳殷墟。但又认为第五期卜辞中的“天邑商”和“大邑商”指的是安阳王都，故第五期卜辞中的“商”，“不再指为安阳王都，而应指为后世所称作的朝歌城”，也就是说，郑先生因把征人方卜辞中的“大邑商”看作是安阳殷都，不得不把征人方中出现的“商”放在了淇县的朝歌，至于其他具体的“商”地则仍然指的是作为王都的安阳殷墟。对于“中商”一地，则说“不能确指其所在”，“当指为王都附近，可能在今河南省安阳市一带”。
此外，还有一些做法是：有的以征人方卜辞中的“大邑商”为朝歌，而对于其中的“商”，则认为是河南商丘；
有的则说“大邑商”即安阳殷都，而把“商”放在山东泰安道朗龙门口水库一带。


分析上述诸家的说法，笔者以为，董作宾先生以“商”、“大邑商”、“中商”为一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他把它们安置在今河南商丘县则是错误的。董先生之所以把“商”、“大邑商”、“中商”安放在河南商丘，最主要的是依据征人方卜辞中“商”与“亳”很近，他认为人方是南淮夷，征人方是向东南方向进军，他既把“亳”定为商丘县南的亳县附近，则“商”也只能在商丘。其次，他受王国维《说商》和《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的影响，王国维认为宋地商丘自商先公以来就称作“商”，“宋”、“商”、“商丘”三者为一。其实，董先生的论述虽说考虑了卜辞中“亳”与“商”很近这一情况，但以亳县之“亳”来证商丘之“商”和他以商丘之“商”来证亳县之“亳”，陷入了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至于宋地商丘为“商”地问题，主要是相传商先公相土曾居于商丘。但相土所居之商丘，历来有两说，一说为今河南之商丘，一说为今河南之濮阳，并无定论。
甲骨文中即有“丘商”一地，有学者认为它就是文献中的商丘，并依据卜辞记载商王多次贞问要在这里举行大祭，而且商的王妇妇妌还在这里主持过农业生产，认为这个丘商距王都不会很远，应在濮阳。
应该说，这一论述是有道理的。退一步说，即使承认相土所居之商丘即为今河南商丘，那也不能解释在商族“前八后五”的多次迁徙中，为何只有相土所居之地一直到殷墟卜辞时代还被称为“商”，而其他先公先王所居之地却都不被称作“商”？《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商颂·长发》说：“有[image: image35.bmp]方将，帝立子生商”。这里的“商”是一个国族名。也有注释说这里的“商”指的是商的始祖契，契是因其母有[image: image36.bmp]氏简狄吞玄鸟卵而生的。总之，商族称作“商”，在时间上是以其始祖的诞生、商族的形成为开始的。而《史记·殷本纪》说契“封于商”，《世本》说“契居蕃”，是商与蕃为一地两名。依据笔者的研究，“蕃”即战国时的“番吾”，其地在漳水流域的河北南部磁县境。
即使按照王国维的说法，契所居之蕃为鲁国之蕃县，那也不在商丘。在商族的历史上，与“商”这一名号最早发生关系的是商族的始祖契和昭明，
并非相土。如果再考虑到相土所居之商丘，有可能就是卜辞中的丘商，也就是帝丘濮阳，而今河南商丘与商的关系，却是由于周人推翻商王朝后，商的后人微子启被封于宋亦即封于今日商丘的缘故的话，
那么，董作宾等先生独取所谓相土所居之地为“商”，而对于契和昭明等其他先公所居之地亦曾名“商”却置之不理，特别是对于商的时王所居之国都，却不作为“商”来对待，都是说不通的。还有，董先生看到“商”、“大邑商”、“中商”有天下“中央”之含义，但他又认为这是“殷人以其故都大邑商所在地为中央”。笔者不禁要问，从武丁到帝辛，殷人为何不以时王的王都即时王的国都为天下之中央，而却要以灭夏之前某一位先公所居之地即所谓“故都”来作为商国后期的天下之中央？这种思维方式是当时殷人的实际思维吗？这在历代王朝中都不曾有过。所以，董先生认为“商”、“大邑商”、“中商”在宋地商丘的说法，问题甚多，不足为据。

岛邦男先生承认“从武丁时至于殷末，殷首都在今之安阳”，但他根据“贞：洹弗作兹邑〔祸〕？”（《续》4·284）、“殻贞：洹其作兹邑祸”（《[image: image37.bmp]》2·476）等卜辞，认为临于洹水的殷都安阳，其称谓是“兹邑”。“兹邑”之外，“殷都又被称作什么，不得而知”。关于卜辞中的“商”、“大邑商”、“中商”，他依据征人方卜辞中的“商”与“亳”等地的关系，信从董作宾的说法，认为“商”在河南商丘，从而“大邑商”、“中商”也都在商丘。笔者以为，“洹其作兹邑祸”之类卜问，只能证明在卜辞中安阳有时又被称作“兹邑”，但它并不能证明“大邑商”、“中商”和“商”所指的就不是殷都安阳，也就是说，“洹其作兹邑祸”一语，不能作为“大邑商”、“中商”和“商”不是安阳的证据。至于他依存董说，以为“商”、“大邑商”、“中商”在河南商丘，由于董说已不可靠，自然也难以立足。

陈梦家先生以“商”为商丘，以“天邑商”为朝歌，以“大邑商”为沁阳。前一说法即以“商”为商丘，是遵从董说，这里不再赘述。后两说法，属于新创。但陈先生区分“大邑商”与“天邑商”为两地的证据，颇有片面性，不能说明问题；
二者本来为一，已为多位甲骨学者所指出。
笔者以为作为王畿的“大邑商”应包括朝歌在内，但并非仅仅指朝歌，它依然以安阳殷都为核心。对此，我们后面再相加论述。此外，陈梦家、岛邦男等学者还以“商”又被称作“兹商”，并根据前举（17）卜辞中，“丘商”与“兹商”为同版所卜，便认为“兹商”就是“丘商”，亦即今河南商丘。
这一说法，表面上看起来有些道理，但仔细考察原片是有问题的。据张秉权等先生的考释，这一版一共刻了十二组对贞的卜辞，其内容各不相同，前举（17）之卜辞只不过是其中的两组而已，这两组卜辞是否有必然的联系，难以确定，
从而说卜辞中的“兹商”即“丘商”，至少是依据不足，何况此“丘商”也不一定就在河南商丘，如前所述，它更有可能在河南濮阳。

钟柏生先生认为从武丁到帝辛的卜辞中，有的“商”是安阳殷都，有的“商”是河南商丘。钟先生所说有些“商”在商丘，除了受董先生等人的影响外，主要是考虑到卜辞中被称作“方”的国族与“商”的关系。他认为“方”在卜辞中代表两支居住地不同的民族，一支是武丁、文武丁时期分布于殷之北方、西北方或西方的民族；一支是文武丁时期分布于殷之东方或南方的民族。关于后者，钟先生认为诸如卜辞：“甲戌卜，扶贞：方其盪于东，九月”（《粹》1172）和“戊申卜，方[image: image38.bmp]自南，其[image: image39.bmp] [image: image40.bmp]？戊申卜，方[image: image41.bmp]自南，不其[image: image42.bmp] [image: image43.bmp]”（《乙》151），辞中的“方”，即可作为“方”在殷之东方及南方的证据。这个在殷之东方及南方的“方”，钟先生说就是《后汉书·东夷传》和《竹书纪年》中的“方夷”。他根据卜辞“壬午卜，[image: image44.bmp]贞：乎[image: image45.bmp]方[image: image46.bmp]商？壬午卜，[image: image47.bmp]贞：王令多[image: image48.bmp][image: image49.bmp]方于〔商〕？”（曾毅公《甲骨[image: image50.bmp]存》39；《后》下41·16加《后》下42·9）以及卜辞“□巳卜，王贞：于中商乎[image: image51.bmp]方”（《佚》348），认为既然位于东方和南方的“方”族能威胁到商邑，那么这个“商”，“应当是指殷都南方的‘丘商’”。他还根据 “戊午卜，贞：[image: image52.bmp]不丧，在南土祸，告史？戊午卜，[image: image53.bmp]克贝、[image: image54.bmp]南丰方？己未卜，隹[image: image55.bmp]方其克贝，[image: image56.bmp]在南？己未卜，贞：多[image: image57.bmp]亡祸，在南土？己未卜，贞：多[image: image58.bmp]亡祸，在南土？”（《甲》2902）等卜辞，认为“[image: image59.bmp]”地在南方、在南土，而在他的有关征人方卜辞的排谱中，“[image: image60.bmp]”地与“商”地相距甚近，并与“亳”地相联，因此，与“[image: image61.bmp]”地有关的“商”乃至“天邑商”，也都在南方，而且都是“丘商”的代称，其地就在今河南商丘县。

钟先生的上述说法，值得商榷的有四：其一，即使卜辞中的被称为“方”的国族可分为两支，其中一支就是文献“东夷”中“方夷”；而且这个“方”的国族，还“启自南，其[image: image62.bmp] [image: image63.bmp]”；商王曾令多[image: image64.bmp]抵御“方”族于“商”（《甲骨[image: image65.bmp]存》39）；或在“中商”来抵御“方”族（《佚》348），但这也不能说明这里的“商”和“中商”就不是商都安阳而要位于南方或东南方。换言之，东方或东南方的“方”也罢，方夷也罢，若威胁商邑，为何只能威胁到今河南商丘而不能威胁到安阳？与商丘相比，安阳固然距离方夷要远一点，但若威胁不到商都安阳，还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威胁吗？。其二，“多[image: image66.bmp]亡祸，在南土”的卜问，并不能说明“商”在河南商丘。《甲编》2902卜辞“己未卜，贞：多[image: image67.bmp]亡祸，在南土”中的“在南土”，也可以理解为“在南土占卜”。更主要的是，把《甲编》2902卜辞与《甲编》2907卜辞联系起来考虑，可以看出这两版卜辞占卜的是雀和多[image: image68.bmp]在南土征战时是否安全无祸，以及商王要不要亲征，
卜辞本身既不能说明多[image: image69.bmp]居住在南方，更不能说明商都在河南商丘。其三，除了有人依据前举（17）卜辞因“兹商”与“丘商”同版的关系而被认为“兹商”即“丘商”外，在卜辞中并没有什么材料能证明“商”即“丘商”。至于（17）卜辞辞例的问题，如前所述，钟先生自己也认为，（17）辞例中，“兹商”与“丘商”的两组卜辞是否有必然联系，是难以确定的。所以，钟先生所说的《甲骨[image: image70.bmp]存》39卜辞中的“商”和《佚》348卜辞中的“中商”，“应当是指殷都南方的‘丘商’”，以及“天邑商”是“丘商”的代称的说法，也是没什么依据的。仅以现在的材料而论，应该说卜辞中带“商”字的地名与“丘商”，是不同的地方，不应混用。其四，单就卜辞“丘商”而言，虽说这个“丘商”有可能就是文献中的“商丘”，但因文献中相土所居之商丘，究竟在今河南商丘还是在濮阳，历来两说并存，并无定论。所以，无法证明卜辞之“丘商”一定是今河南商丘而不是濮阳。根据以上四个方面，钟先生把卜辞中的“商”分配在安阳与商丘两个不同的地方，其证据尚嫌不足，其说也是可商的。

以上诸说，凡是把卜辞中作为地名的“商”说成是在商都安阳之外者，其最根本的一点主要是依据征人方卜辞的排谱。虽说诸家的排谱各有差异，但其共同点是：第一，把凡能排入帝辛征人方谱的材料尽可能地都排入了帝辛十祀时的征人方谱中，而不深究其是否真的全是十祀时的卜辞；第二，几乎所有的论者都把十祀九月甲午日“告于大邑商”作为十祀征人方的起点，而把十又一月癸卯日“王征人方在商”、□□日“在商贞今步于亳”、十又一月癸丑“王征人方在亳”、甲寅日“在亳贞今日步于[image: image71.bmp]”、乙卯日“在[image: image72.bmp]贞今日步于[image: image73.bmp]”之类与“商”地有关的卜辞，排在出发二个月之后的途中。
依据这样的排谱，在十祀征人方中，作为出发地的“大邑商”与作为中途的“商”，就必然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在这样的排谱中，就出现了有的学者以沁阳为“大邑商”，以商丘为“商”；有的学者以安阳殷墟为“大邑商”，以淇县朝歌为“商”；有的学者以朝歌为“大邑商”，以商丘为“商”；有的学者以安阳殷都为“大邑商”，以山东泰安道朗龙门口水库一带为“商”；等等。

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的排谱很值得怀疑。首先，“征人方……告于大邑商”的卜辞，记有“隹十祀”的纪年，而上引“在商”、“在亳”之类的卜辞，有的虽记有“征人方”、记有月和干支日或仅记干支日，但恰恰都没有“十祀”的纪年。也就是说，自董作宾先生以来，是研究者自己主观上认为这些“在商”“在亳”的征人方卜辞，应该和有“十祀”纪年的“告于大邑商”的卜辞一样，都是商王十祀时征人方卜辞，因而把它们排列在了十祀征人方卜辞之中，而这些卜辞本身却并未告诉我们它们是十祀时的卜辞。卜辞自身并没有“十祀”纪年，那它就有属于“十祀”之外征人方卜辞的可能。其次，那些只是记有“在某地贞：今日步于某地，无灾？”而并无“征人方”字样的卜辞，是否一定是征人方卜辞，也很值得怀疑，因而也就不一定非要排入征人方谱中不可。

在征人方卜辞中，那些无“十祀”纪年却写有“在商”“在亳”之类的卜辞，有可能属于“十祀”之外，而根据出土材料，帝乙帝辛时期征人方也并非仅仅是“十祀”一次，至少还有“十五祀”征人方的记录。如商代《小臣艅犀尊》铭文：
丁巳，王省夔京。王赐小臣艅夔贝。唯王来征人方，唯王十祀又五，[image: image74.bmp]日。
此铜器被认为是十五祀征人方归途所铸。“唯王来征人方”用语，与卜辞“二月癸巳，唯王来征人方，在齐[image: image75.bmp]”（《合集》36493）和“五月癸卯，唯王来征人方，在[image: image76.bmp][image: image77.bmp]”（《合集》36495）中的“唯王来征人方”，完全相同。铭文中的“唯王十祀又五，[image: image78.bmp]日”属于时间署辞，其中“唯王十祀又五”是纪年，“[image: image79.bmp]日”是以周祭祭祀作时间署辞，是配合前面的干支日使用的，据研究，在商代末期盛行这种用干支加周祭祭祀纪日的制度。
乙辛时期，既有十祀时的征人方战役，也有十五祀时的征人方战役，也可能还有其他时间的征人方事件，
但排谱者们几乎把绝大多数材料都排入十祀征人方谱中，留给十五祀的寥寥无几，这种情况固然有研究中的无奈。但值得指出的是，正是由于把上举那些记有“在商”的卜辞排入十祀征人方谱中，才使得同样都是第五期卜辞中的“商”，却呈现出不同的地理方位概念这样的矛盾现象。例如，前举（1）（2）卜辞材料就属于第五期卜辞，辞中“商”与四方四土并贞，使得“商”有天下之中的含义。不论这个“商”指的是国族（商王国）还是商的王畿，作为天下之中，总是以国都为依托、为中心的，所以，此处“商”的地理方位的中心点在商都安阳是不言而喻的。而诸如前举（12）（13）条记有“在商”一语的卜辞也是第五期卜辞，只因被排入十祀征人方的谱中，其卜辞中的“商”，也就被视为远离商都安阳，被认为是从殷都出发二个月之后的地点。这样，与四方四土并贞的“商”和征人方中的“商”之间的矛盾之处，就突显了出来。然而，我们若把（12）（13）卜辞之类的材料从十祀征人方谱中拿出去，把它视为十五祀征人方卜辞或其他时间的卜辞，并把这些记有“在商”卜辞中的“商”作为十五祀征人方的出发地点，那么，上述矛盾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所以，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十祀时的贞人把出征时的告庙之地亦即出发地写作了“大邑商”，而十五祀或其他时间的贞人把出发地写作了“商”，因为都是商王亲自统兵征伐，所以作为出发地“大邑商”和“商”都应该是商都安阳。

有了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商”、“中商”、“大邑商”作一概括。笔者认为，在“商”、“中商”、“大邑商”诸概念中，“商”是最基本、最核心的。在卜辞中，“商”字有二个层面的含义或用法。其一是作为一个大的区域范围来使用的“商”，如作为商的王畿或国族名来使用；其二是作为一个地名王都、国都来使用的“商”。关于前者，可以举出《小屯南地》1126号卜辞：“ 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以及《甲骨文合集》36975号卜辞：“己巳卜，贞：□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在这里，若把与“商”并贞的“四方四土”理解为是在商的疆域内、受商王所控制或统辖的四土与四方的话，那么，这个“商”可以理解为商的王畿或王畿内的商都；而若把“四方四土”理解为商的诸侯国之地域，尽管其中相当多的诸侯国和商王国有着从属、半从属或时服时叛的关系，而这个“商”却可以理解为商国、商王国。总之，不论把这里的“商”理解为商的王畿还是整个商国，它都是作为一个大的区域范围使用的。又由于与“四方四土”并贞的“商”，含有中央的意思，所以，此“商”之中包含有时王的王都，而且还以王都为其依托。关于后者，诸如卜辞中“王入于商”、“今夕王入商”、“王步自商” 王“在商”、“在商贞”等等 ，都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地名来使用的，这个地方就是时王的王都即商都。卜辞中的“商”尽管包含有上述作为区域范围和作为地名这样二个层面的用法，但这两个层面有一个共同的连接点，即时王的商都，在这个意义上讲，商都即王都是卜辞“商”的含义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

所谓“中商”实即“商中”，指的是由王都所代表的商王国的中心区。对此，当年胡厚宣先生
和陈梦家先生
都有过一些研究。胡先生谓“中商”即最早的“中国”称谓之起源。我们知道，在后来发现的《何尊》铭文中即有“中国”一词，其铭文曰：“隹珷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自之[image: image80.bmp]民。”说的是周的武王在推翻了商王朝之后，向上天之神誓告说自己要居于中国，由此处治民。该文中的“中或”（“中国”），诚如唐兰等先生所指出，指的是以现在的洛阳为中心的地域，古时称为洛邑，也是《逸周书·作雒》“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所说的“土中”。过去就把这个“土中”解释为“于天下土为中”，
意味着中央之地的地域，显然是对的。《诗·民劳》曾言“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又言“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故《毛传》曰：“中国，京师也”。马其昶曰：“中国犹国中，《周礼》‘司士，掌国中之士治’，注：‘国中，城中也’。《孟子·离娄》‘徧国中无与立谈者’，国中，谓城中也。”这些都是“中国”即“国中”的例子。正像与《何尊》铭文中的“中国”相对，在西周金文中有东国、南国之语一样，
在殷墟卜辞中，既有与东南西北四土或四方并贞的“商”，亦有表示商王朝之中心区的“中商”。这就告诉我们，在当时的商族人心目中，“商”为天下之中。天下之中对于商王国的人而言，也就是“商中”，它既可以是一个区域，也可以再缩小为一个都邑。而最能代表天下之中的，当然是时王的王都即国都所在地。所以，“中商”亦即王都之所在地。对于“中商”这一概念，陈梦家先生曾指出，安阳于战国属赵，此地为“新中”，《春秋地名考略》及《方舆纪要》卷49引《都城记》曰“安阳一名殷中，即北蒙也”。为此，他说“中商或是殷中之所本，则中商或是安阳”。
“新中”和“殷中”两个地名中都含有“中”，此“中”应有“中心”的含义。“殷中”即殷之中心区，此“殷中”之“殷”，不论指的是商王国、商国族，还是商王畿、王都，而作为殷之中心区的“殷中”，则只能是商的王都或以王都为核心的王畿”。“殷中”一名是卜辞时代以后即商代以后的叫法，按照甲骨文的用例，若在商代，“殷中”应为“商中”，亦即“中商”之倒转。所以，“安阳一名殷中”的说法，正与安阳曾是商的王都以及卜辞中有“中商”地名相吻合。


“大邑商”或“天邑商”本来应更好理解，只是在“商”的前面加了“大邑”、“天邑””来修饰、形容或称呼其“商”，其核心或基本点也还是“商”，只是强调了其范围大而已。“大邑商”一词在金文和周代的文献中都出现过。如前引《何尊》即有“唯武王既克大邑商”的铭文，《尚书·周书·多士》有“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之语。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中以为“凡称天邑商的记衣（殷）祭之事，凡称大邑商的记征伐之事并兼及田游。两者未必是一地”。然而，据研究，卜辞中也记有商王在天邑商贞问征伐之事的情形，
所以，陈梦家先生的这一说法不足为信。卜辞中的天与大是相通的，如卜辞“[image: image81.bmp]于大庚”（《后》下40·10），它辞又称之为“天庚”（《乙》5584）；卜辞“岁于大戊三牢”（《甲》903），它辞又写作“天戊五牢”（《前》4·16·4），“天庚”即“大庚”，“天戊”即“大戊”。“天邑商”也即“大邑商”，已被多位学者所论证。


《书·多士》中的“天邑商”，郑玄等注皆认为是“殷之旧都”。《何尊》铭文中的“大邑商”，有的理解为指商王朝或王国，
有的理解为指商之国都。其实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商王朝的灭亡是以商的国都被攻克、商纣王自焚为标志的，所以，铭文中“武王既克大邑商”的“大邑商”是以作为国都或包括国都在内的王畿来代表商王朝的，“大邑商”本来的含义有可能既指国都亦指包括国都在内的王畿，其引申义可指商王朝。何以言之，主要应着眼于“大邑”的含义，因我们说卜辞中的“商”已含有国都的意思，那么，在“商”之前加上“大邑”二字，即非一般意义上的国都，而应指包括王畿范围的国都。史称周武王与商纣王决战于朝歌之南的商郊牧野，所以，商后期的王畿，应包括朝歌在内。在卜辞中，“大邑商”和“天邑商”之词出现于第五期，而《竹书纪年》恰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我们若把“纣时稍大其邑”时的“邑”理解为卜辞中的“大邑商”之“大邑”，那么，“大邑商”包括朝歌在内，不也很顺当吗？也就是说，在帝辛时期大范围的殷都概念包括朝歌在内，这就是“大邑商”的含义。

基于以上关于“商”、“中商”、“大邑商”的解释，特别是关于《英藏》2524“在商……在亳”以及《合集》36567“在商贞，今日步于亳”等征人方卜辞并非十祀时卜辞的解释，笔者认为，甲骨文中的“商”、“中商”、“大邑商”，无论是作为王畿来使用还是作为具体地名的商都来使用，其最基本点始终是殷都安阳。“在商……在亳”之类的卜辞中，作为具体地名的“商”若能确定在安阳，那么，由此出发，对于卜辞中“商”地与“亳”地的关系，也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英藏》2524卜辞即前举（12）辞，是王征人方卜辞，也是“卜旬卜辞”，辞中所记，十一月，王征人方，癸卯日，在商地卜问了下一旬有无祸；癸丑日，在亳地卜问了下一旬有无祸；癸亥日，在[image: image82.bmp]地卜问了下一旬有无祸；癸酉日，在某地卜问了下一旬有无祸，但已进入十二月。这版卜辞告诉我们，征人方时，商、亳、[image: image83.bmp]三地相连，但并非表明从商到亳再到[image: image84.bmp]，路途上都走了十日，从癸卯到癸丑，从癸丑到癸亥，从癸亥到癸酉这三旬时间，既包括用在路途上的时间，也包括商、亳、[image: image85.bmp]三地的停留时间。所以，由此辞虽然知道商、亳、[image: image86.bmp]三地相连，但却无法依据花费在路途行程上的时间来计算三地的距离。然而，《合集》36567即前举（13）辞“在商贞：今〔日〕步于亳”却告诉我们，从商到亳，只有一天的路程。依据古代日行军三十里为一舍计算，一日的路程只能有几十华里。这样，该卜辞中的商既为殷都安阳，那么，亳也只能在距安阳殷墟几十华里的范围内来寻找。

在距离安阳殷墟几十里的范围内寻找亳邑，首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无论是宋地的南亳说还是北亳说都不符合这一条件。南亳说有谷熟以南的亳州说
和谷熟说
两说，两地距安阳殷墟直线距离都在二百公里以上。北亳说中，又分为曹县说、蒙泽说和成武、定陶一带的济亳说。山东曹县、曹县南商丘北的蒙泽距离安阳殷墟有一百八十公里以上；曹县之北的成武、定陶一带距离安阳殷墟也有一百八十公里。这些地方步行一二天是无论如何走不到的。其次，郑州的郑亳说也不符合这一条件，郑州距离安阳殷墟也有一百八十公里。至于西亳说，因为该说只主张偃师商城是成汤推翻夏朝以后建立的都城，而并不认为它是灭夏以前的亳邑，所以，说到灭夏前的汤居亳，可以不考虑它。从它和安阳殷墟的距离上看，接近二百公里，也不能成为商代的亳邑。

当南亳说、北亳说、西亳说等都不能满足亳邑距离安阳殷墟仅为几十华里这一条件时，再回过头来看，实际上只有河南省内黄县的亳邑即“黄亳说”符合这一条件。黄亳说在四十多年前由岑仲勉先生提出后，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主要是因为其所依据的文献材料，多为《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大名府部汇考》中的一些记载，时代太晚。如该书卷136记内黄县有“亳城集”；卷142说内黄县有“亳城在县西南二十五里。按《书》殷有三亳：蒙为北亳，偃师为西亳，谷熟为南亳，皆殷故都。此为北亳，中宗陵近焉。”又说：“商中宗陵在县西南二十五里亳城东。”同书卷140说：“商中宗庙在内黄西南二十里冢上。庙前有隆碑，高二余丈，宋开宝七年建，明洪武七年命有司修治碑亭、厨舍……”。又说：“汤王庙有三：一在内黄天一村，金章宗泰和四年建。东海郡侯太安元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俱尝修葺之；嘉靖六年，知县张古复移建于楚王镇。清丰、魏县亦皆有之。”岑先生还根据《史记》《世本》中商汤名“天乙”，在卜辞中写作“大乙”；卜辞中的“大邑商”在文献中亦写作“天邑商”，则“天乙”与“大乙”可以互换为一，认为“内黄的天一村又天乙村的异称，可见来源颇古。”岑先生所依据的《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大名府部汇考》中的材料，多出自明清时期的方志。虽说岑先生也曾指出：“《皇览》称，‘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亳阴野中’，……顿丘在今清丰西南二十五里，正与内黄的东南相接，野称亳阴，相信由亳城而得名。《皇览》辑于三国时代，由此知‘亳阴’、‘亳城’的名称最迟起自东汉；即是说，内黄亳城之历史，比南亳还要早”。即使这样，仅依据《皇览》中的“亳阴”一条材料，内黄一带“亳”或“亳城”的得名也还是上溯不到先秦时期。然而，果真内黄一带先秦时期就没有称“亳”之地？笔者以为内黄或其一带实际上在先秦时期有称为“亳”的地方，这就是《吕氏春秋》所说的“郼薄”即“郼亳”。

2、 郼薄（亳）即内黄之亳邑亦即甲骨文之亳

《吕氏春秋·具备篇》言：“汤尝约于郼薄矣，武王尝穷于毕裎矣。”高诱注：“薄或作亳”。《慎势篇》又曰：“汤其无郼，武其无岐。贤虽十全，不能成功。”高注：“郼岐，汤武之本国，假令无之，贤虽十倍，不能以成功。”由《吕氏春秋》的这两段记载可知，郼薄即郼亳对于成汤来说，就像毕裎、
岐地周原对于周武王的重要性一样，都是入主中原、取代前一王朝之前的“本国”。我们说在先秦文献所出现的诸亳中，宋地之薄（即北亳）因是宋国始封之地的宗邑
，而备受王国维所重视。但宋地之北亳也称为“景亳”，对于成汤来说，它只是在东方的会盟之地，
并非灭夏前的“汤居亳”之地。所以，由先秦文献直接明言与成汤有重要关系、且作为成汤灭夏前之根据地的亳，只有《吕氏春秋》所说的郼亳一处。

郼亳在何地，这是研究汤居亳时必须究明的。郼亳，实际上是指郼地之亳或靠近郼地之亳的意思。所以问题的关键是郼地在何处。邹衡先生认为郼亳在郑州，
可是，从郑州一带的地理沿革上看，这里从未有过称为“郼”、“韦”或“卫”的地名，邹先生的说法难以成立。也有人认为郼亳在河南滑县之韦地，这是考虑到郼与韦在字音上是相通的。滑县韦乡之韦就是《诗经·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之韦，然而当年成汤若是从郼亳出发去征伐韦、顾、昆吾的话，郼亳与韦最初一度是并存的，所以郼亳不是滑县之韦地，但考虑到韦是成汤较早征伐之地，郼亳与韦地应相距不远。
其实，郼亳在何地，《吕氏春秋》本身已有线索可寻。《吕氏春秋·慎大览》说：“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郼如夏。”高诱注：“郼，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言桀民亲殷如夏氏也。”《尚书·康诰》“殪戎殷”，《礼记·中庸》作“壹戎衣”。毕沅谓殷、衣“二字声本相近”。梁履绳曰：“《中庸》郑注：‘衣读如殷，声之误也。齐人言殷声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欤？”凡此均可证郼、衣、殷为一。郼与殷为一，所以郼亳也可以说是殷亳，即靠近殷地之亳，这是说郼亳大致在殷的范围即靠近晚商殷都的范围。若进一步追溯，郼地还可以说的更具体。

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讲，郼是后起的字，在甲骨文和商周的金文中，是韦（韋）和卫（衛）。对于甲骨文中的韦（韋）与卫（衛），一般首先想到的是西周卫国之卫。关于西周的卫，我们所熟悉的是周初平定三监叛乱之后，封给康叔封（丰）
之地的卫国之卫，而实际上，西周的卫国之卫与三监叛乱之前的卫地亦即商代的卫地，是既有联系又不太一样的。

周初的卫国与商代的卫地第一个区别是，商代的卫地范围小而西周卫国领地大。关于周初卫国的疆域，《左传》定公四年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康叔以大路……。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这是周公平定三监叛乱之后而分封给康叔的卫国领地，其范围很大，大致与晚商王畿的范围相同。而商代的卫地却远不如周初卫国那么大。在甲骨文中，有称为“衛”的地方（《合集》7888；19852；20074；21744；28059等），也有叫做“子韋”的人（《合集》3270），还有作为贞人即卜人的“韋”（《合集》5611等）,此外，安阳小屯北18号墓出土的铜簋上有“侯韋”二字的合文。对于甲骨文中的“韋”与“衛”，有的甲骨学者认为是同一字，有的认为不是同一字。若取同一字说，则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作为王子身份的“子韋”（不一定为时王之子
），因领有一片封地，也称为“侯韋”，并向王朝派人担任贞卜职务，据《合集》28064卜辞“戊寅卜，在韋[image: image87.bmp]师，人无[image: image88.bmp]异，其耤”，可知在韋(衛)地还驻屯有军队，这样，商代的卫（即衛或韋）地就可能是一个较大的邑聚或由一个较大的邑再加几个小的邑组成一组邑落。即使这样，比起周初的卫国，商代的卫地要小得多。若甲骨中文的“衛”与“韋”是不同的两个字，代表了不同的两个地方，比如“韋”为滑县的豕韦之地，“衛”为“邶、庸、卫”之卫地，那么，商代的卫地就会更小。

周初的卫国与商代的卫地第二个区别是，周代康叔卫国的都城与商代的卫邑所在之地并不一致。如《史记·卫康叔世家》说：三监作乱之后，“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位于河、淇间故商墟的卫国都城，一般认为是在商纣之朝歌，只是该朝歌的位置，有的认为在今河南淇县，有的认为在淇县与浚县交界处，有的认为在汤阴南。不论朝歌位于这三地的何处，三地都属晚商时期的王畿范围，都在殷都安阳之南。而商代的卫邑却在殷都安阳之东。如《逸周书·作雒解》说：“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 《帝王世纪》曰：“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是为三监。”《汉书·地理志》也说：“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将《帝王世纪》与《逸周书·作雒解》相对照，作为监国的管叔所主管的“东”，属于“殷都以东”的卫地，是明确的。管叔所封的卫是商代原有的卫地，而康叔所封的卫是周公杀管叔、武庚禄父，放蔡叔之后，重新划分给康叔的领地。康叔的领地也称为卫，其都城在被称为“商墟”或“殷”的范围内的朝歌的地方。

上引《逸周书·作雒解》和《帝王世纪》等材料，已说明商代的卫邑与周初卫国的都城不在一处，商的卫邑在殷都以东。《逸周书·大匡解第三十七》的一段话也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其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
东隅之侯咸受賜于王，王乃旅之，以上东隅”。
孔晁注云：“东隅，自殷以东。旅，谒。各使陈其政事也。”潘振《周书解义》云：“上与尚通，言管叔率作殷监，自殷以东，诸侯皆朝，受賜于王，王乃旅见而嘉尚之。”陈逢衡《逸周书补注》引张惠言曰：“旅，尊礼也。上，长也。礼管叔命为东方牧伯。”总之，无论是把受賜于王的“东隅之侯”解释为自殷以东的诸侯也罢，还是把管叔说成是受周武王之命“为东方牧伯”也罢，都透露出商代卫地中的管地（即阑地），在殷都之东。
“王在管”亦即王在殷都之东。此外，在殷墟卜辞中，作为地名的卫也是在殷都之东。例如：

癸丑卜，[image: image89.bmp]贞：师往卫，无祸？       （《合集》7888）

……卫无祸？从东卫。               （《合集》20074）

壬寅卜，王令征伐……于卫。         （《合集》19957）

癸亥卜，往卫，祝于祖辛。           （《合集》19852）

……卜，王其乎卫……。             （《合集》28061）

由上引《合集》20074卜辞可以知道，卫地位于商都以东。甲骨文和文献都证明商代的卫地在商都以东，不仅如此，该卫地距离殷都还很近。《逸周书·作雒解》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又作师旅，临卫政（攻
）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这段话中，“临卫攻（征）殷”，可知卫与殷是紧邻的，而这里的“殷”指的是被包括在商王畿范围内的商邑朝歌，后成为康叔封地内的都邑。

在上引诸种文献中，每每也提到卫地中有称为“东”的地点。此“东”在何处，史书无载，笔者怀疑它就是《左传》定公四年所说的“相土之东都”，亦即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并濮阳为东郡”之东郡，地在今濮阳一带。关于秦“东郡”的得名，《史记·卫世家·索隐》说：“魏都大梁，濮阳、黎阳并是魏之东地，故立郡名东郡也。”笔者以为，濮阳、黎阳固然是魏之东地，但“东郡”的得名，是否与濮阳一带原本就有名为“东”的地名有关？这也是值得考虑的。

总括上述，商代的卫地在商都以东不远的地方，推测其地应在今安阳、汤阴、浚县以东不远的地方，应包括内黄县和濮阳在内。商代卫地范围的推定，为寻找文献中的“郼亳”奠定了基础。既然郼亳实为卫地之亳或靠近卫地之亳，而商代卫地又包括或靠近内黄，那么结合前述内黄“黄亳”说的有关资料，郼亳的所在地应在今内黄县一带或内黄、汤阴、浚县、濮阳相接壤地带，“黄亳”说也应改称为“内黄郼亳说”。

把成汤灭夏前所居之亳确定为郼亳，并进而将郼亳确定在内黄或内黄附近地区，这不但解决了《甲骨文合集》36567“在商，贞：今〔日〕步于亳”等卜辞所反映的商都与亳邑甚近的问题，而且也能解释征人方卜辞的一些其他问题。例如，关于卜辞中的人方在何地的问题，甲骨学界一般认为人方（或称“夷方”）是淮夷，因而征人方是从商都出发向东南或南行走。但因卜辞中也有“二月癸巳，惟王来征人方，在齐[image: image90.bmp]”（《合集》36493）等情况，早年有学者认为人方是东夷，征人方是从商都出发向东进军。近来，李学勤先生又重新论到“征人方问题”，认为人方“释为‘夷方’较好，其事与《左传》、《吕氏春秋》所载的‘纣克东夷’之事有关”，修正了他在《殷代地理简论》中关于人方在西方的观点，并指出商人征夷方是从商都出发向东行走，“即由安阳――兖州――新泰――青州――潍坊，一直向东进发。” 
如果人方是淮夷，用卜辞中的“亳”来证宋地北亳说、宋地南亳说或郑亳说，都还有存在的前提；若人方是东夷，则卜辞之“亳”很难与宋地北亳说、南亳说乃至郑亳说相联系。而内黄郼亳说则既不影响人方淮夷说，也不影响人方东夷说。

再如，多少与征人方有些关系，有这样一组同版卜辞：


乙巳卜，…王田…亡…兕二十又…来征人〔方〕。


丙午卜，在商贞：今日步于樂，亡灾？


己酉卜，在樂贞：今日王步于[image: image91.bmp]，亡灾？

〔庚〕戌卜，在…贞：今日王步于香，亡灾？      （《合集》36501）

这组卜辞的第一条中“〔王〕来征人〔方〕”，是告诉王征人方回来了，亦即乙巳日占卜王田猎有无灾祸，是王征人方回来之后进行的，“王来征人方”有纪时纪日的作用，是以“征人方”作时间署辞。这种经常出现的“王来征人方”一语，有的可能表示是在征人方之后返回的途中，有的则表示已回到畿内王都，总之，作为时间署辞，主要表示王征人方的战事已经结束。所以，第一条辞的全意是：王征人方结束、回来后，卜问王举行田猎有无灾祸，作为验辞，田猎获兕二十余头。第二条至第四条辞意是：丙午日，在商地卜问，商王当日步行于樂地，有无灾祸？己酉日，在樂地卜问，当日步于[image: image92.bmp]地，有无灾祸？庚戌日，在某地卜问，当日步于香地，有无灾祸？从辞中可以看到，从商都到樂地有一天的路程，从樂地到[image: image93.bmp]地也是一天的路程，也就是说，商都、樂地、[image: image94.bmp]地是相互不太远的地方。以往，将卜辞中的“[image: image95.bmp]”释为“噩”，认为地在河南沁阳一带；也有的认为“噩疑是敖”，卜辞地名之噩，有可能即仲丁居嚣之嚣地。
后来于省吾先生对此字作了新的释读，隶定此字为[image: image96.bmp]，认为是“采桑之桑之本字”，“既用为人名或地名，亦假借为丧亡之丧。”
于先生的考释甚为正确。卜辞记有商王在[image: image97.bmp]地田猎活动甚多，上引《合集》36501卜辞所记，实际上也是商王征人方回来之后，从商都往来于樂地、[image: image98.bmp]地和香地之间，进行田猎之事。卜辞的[image: image99.bmp]既为桑之本字，那么，诚如郑杰祥先生所言，卜辞之[image: image100.bmp]地应当就是后世的“桑间”之桑地，《礼记·乐记》云：“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郑玄注：“濮水之上有桑间者，亡国之音于此之水出也。昔殷纣使师延作靡靡之乐，已而自沉于濮水，后师涓过焉，夜闻而写之，为晋平公鼓之，是之谓也。桑间在濮阳南”。商纣使师延作靡靡之音的故事，固然有文学渲染的可能，但也很难说全无史实之根据，至于濮水之上的“桑间”得名，则应是古濮水两岸广植桑林的缘故，《汉书·地理志》所谓“兖州桑土之野”，就包括这个地区，而今这里仍有个桑村，郑杰祥先生考定商代桑地大致在今桑村东西一带，
是可信的。


在田猎卜辞中，每每[image: image101.bmp]地与盂地并举，两地相距很近。过去一般把[image: image102.bmp]、盂等考定在今河南沁阳附近，认为盂为沁阳市北的古邘城。然而，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指出，卜辞中有两个盂地，其一位于商都以西，即春秋时代今沁阳附近的邘地；另一位于商都以东，为春秋时代今濮阳市东南的敛盂。从而与敛盂相关的卜辞中的[image: image103.bmp]、宫、雍、向等地，也都在商都以东的濮阳一带。如宫，据研究就是春秋时代的丘宫，位于今濮阳县北；雍水，即从今濮阳市西南古黄河口到山东的雷夏泽的河流；向，有可能就是河南滑县古代的向固城。

总之，卜辞中的[image: image104.bmp]地确定在濮阳南古濮水岸边，而从商地到[image: image105.bmp]地仅为两天或两天多的路程，那么，此商地就只能是安阳商都，而决不可能是河南商丘市，进而也有助于证明卜辞中的亳邑，只能是内黄一带的郼亳，因为，如前所述，卜辞中的亳与商有着仅为一天路程的距离。


《国语·楚语上》曰：“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郑亳说曾以此说明亳地距黄河不远，并证郑亳说之成立。
也有学者结合韦昭注，认为此亳是成汤所都的偃师之亳。
上引《楚语》其“入于河”，韦注：“迁于河内”；“自河徂亳”，韦注：“从河内往都亳也。”若按照韦注的说法，武丁时曾迁都于河内，后又从河内迁都于亳。其实，“入于河”不能解释为“迁于河内”，“自河徂亳”也不能解释为迁都于亳，《尚书·无逸篇》中周公的一段话，有助于说明这一问题。《无逸篇》曰：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根据《史记·鲁世家》中关于《无逸篇》的这段话以及《集解》所引马融的注解，高宗武丁为太子时，其父小乙使他久劳于外（久居于外），与小人（即自由农民）从事，知道小人的艰难劳苦。所以，《国语·楚语》说武丁“以入于河”，不是迁都于河内，而是指从久劳于外的民间回来，入主河内，继承了王位，《无逸篇》说的“作其即位”也是这个意思，说的是等到即位或开始即位。在殷墟卜辞中出现诸如“子商”、“子渔”、“子韋”等众多的“子某”，许多学者认为是诸王子，当然不限于时王之子，也包括时王的诸兄弟之子以及前一代先王及其兄弟之子。
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子某”中的“子”为爵称。为爵称的“子某”中，不排除有些属于商王之子，而且商王之子更有条件获得“子”这样的爵称。这样，“子某”中那些作为王子的“子某”，有的领有一处封地，不就是久劳久居于外吗？武丁为太子时，作为诸王子之一，在外领有邑土，并能深入民间，当然可以说成是“久劳于外，爰暨小人（与小人出入同事）”，能知小人之艰难劳苦了。武丁即位后，《楚语》说他“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这也不是由河内迁都于亳，而是说他曾从河内商都安阳，渡河前往亳邑，三年中还时常住在亳邑，并在嘴上不太多言国事，心中却在筹谋。


郑亳说引用《国语·楚语上》武丁“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主要是欲说明亳邑离黄河很近。殊不知，距离黄河最近，并且从安阳往亳需要渡河的，恰恰是内黄的郼亳。卜辞中有关黄河之“河”的材料甚多，表明黄河与殷人的生活和生产息息相关。其中，从安阳的视角来看“河”的方位和走向的材料有：



……[image: image106.bmp]行东至河。                        （《合集》20610）



癸巳卜，古贞：令师般涉于河东？          （《合集》5566）



……[image: image107.bmp]……方其涉河东[image: image108.bmp]其……            （《合集》8409）    



……〔令〕[image: image109.bmp]……河东。                        （《合集》8325）



丁未贞：王令[image: image110.bmp]登众伐，在河西[image: image111.bmp]？        （《小屯南地》4489）



……贞：乎刚目……□河以……[image: image112.bmp]洹。     （《合集》14390）

……卜，争〔贞〕：…河妇暨…[image: image113.bmp]…衛有[image: image114.bmp]。 （《合集》9575）

……贞：于南方将河宗。十月。            （《合集》13532）

上引第一条卜辞，说自商都向东行而至于河，可知此河在安阳殷墟之东。第二、第三、第四条卜辞，都有“河东”之语，第五条卜辞有“河西”一语，它表明此段河应为南北走向，所以才有东西两侧，才出现“河东”“河西”之称。第六条卜辞，河水与洹水同版同辞占卜，反映二水有着联系，河与洹是相近的。第七条卜辞，河妇与卫地出现于同版同辞，反映出卫地近于河。第八条卜辞是说在殷都的南方用“将”的方式祭祀“河宗”，
说明在殷都的南方也有“河”流过，这样在殷都的南面和东面都有“河”流经，从而使殷都处于“河内”之中。总括上述诸辞，可以作出这样的描述：商代时期的“河”水流经殷都的“南方”即淇县至浚县之后，自浚县起，在殷墟之东为南北走向，它承受着自殷墟向东流的洹水的注入，殷墟之东、越过河水有的地方就是卫地。

胡渭《禹贡锥指》据浚县西与北有黄河故渎，又内黄西境至安阳境有黄泽遗迹亦古黄河所经，断定古黄河出内黄与安阳之间，经古代殷王之都，其北段即《汉书·地理志》所载邺县东之大河。刘起釪先生将卜辞所见殷墟以东之河与《禹贡锥指》中所论证的安阳之东作南北流向的古黄河资料相验证，得出商代的“河”，是在殷墟之东、安阳与内黄之间自南向北流并受洹水来注的古黄河，并绘出一幅颇为详细的“卜辞与《禹贡》大河示意图”。
张之先生据今安阳东南不足四十里有古之黄泽，参照《禹贡锥指》和《方舆纪要》的说法，也认为“在禹河河道形成之前，大河流经安阳之东，应更近”。
在这之前，关于古黄河的走向，顧颉刚先生说：“古黄河自今河南焦作市不东北流而东流，经修武、辉县、滑县折北流，入河北境，又东北流至天津入渤海。
谭其骧先生也指出：第一次改道前的河道“自今武陟东北经河南北部，折北穿河北中部，折东北入海。”
总之，商周前黄河是走河北从天津入海，并不走山东境内，其中，由浚县至巨鹿大陆泽为南北走向，穿于安阳与内黄之间。

将卜辞所见商代的“河”与文献中古黄河资料相互印证，《国语·楚语上》说，武丁“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是可信的。因当时的黄河就从安阳的东边自南而北流过，“久劳于外”的武丁要继承王位，就得入主于河；即位之后，因河东面的卫地有商的亳邑，亳邑与殷都安阳离得太近，因而“自河徂亳”，三年中时常住在亳邑，都是可行的。这样，这条材料最能证明的是商代的亳为内黄的郼亳，而不是郑亳或偃师西亳。

成汤灭夏前所居之亳是内黄郼亳说的提出，还有助于说明《诗经·商颂·长发》“韦顧既伐，昆吾厦桀”的进军路线。

韦，据郑笺，也即豕韦，是彭姓。《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杜预注：“豕韦，国名。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城”。《水经·济水注》：“濮渠又东迳韦城南，即白马县之韦乡也。史迁记曰：‘夏伯豕韦之故国矣’”。陈奂《毛诗传疏》卷三十：“今河南卫辉府滑县东南五十里有废韦城。”所以《诗·长发》中的韦即豕韦，地在今河南滑县东南五十里，这在古今学术界已趋共识。而滑县东南五十里与内黄甚近，成汤欲南下发展并进而西进灭夏，作为夏之盟国豕韦之国，自然首当其冲。

顧，有两说，一为范县说，一为原阳原武说。《左传》哀公二十一年有“公及齐侯、邾子盟于顧”的记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据《读史方舆纪要》，顧即《诗·商颂》‘韦、顧既伐’之顧国，在今河南范县旧治东南五十里。齐地。”《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一濮州范县条：“故顧城在县东二十八里，夏之顧国也。”《太平寰宇记》、《诗地理考》、《毛诗传疏》等都有相同的说法。另一说绕了个弯，王国维曾认为卜辞中的“雇”即扈，在今河南省原阳县原武镇，
而对于“韦顾既伐”之顾，则说：“顾地无考”。
后来一些学者进一步认为“韦顾既伐”之顾即雇亦即扈，在原武镇。
其实王国维所说的卜辞中的“雇”，就是征人方卜辞中出现的“雇”，因王国维只是把它与文献中的“扈”进行了比附，而并未把它放在征人方的路线上进行排谱系联，也未考虑人方的方位地望，所以王国维的结论是不可信的。在甲骨文中，有的是“在雇卜”（《合集》24348）；有的是卜问“王步自雇”有无灾祸（《合集》24347）。征人方卜辞中出现的“雇”则写作：“癸亥卜，黄贞：王旬无祸？在九月，征人方在雇”（《合集》36487）等。关于人方的地望，如前所述，主要有两说，一说人方是东夷，在山东；一说人方是淮夷，在安阳的东南方向。若人方是东夷，因征人方途径雇地，那么卜辞中的雇必在商都安阳之东。若人方是淮夷，征人方时也许先到东边的雇地，再折而南下。因而据甲骨文中征人方卜辞，雇即顾应在商都安阳之东或东南，而不是在安阳之西南。此外，也有雇与河见于同版的卜辞，如“壬戌卜，〔行〕贞：今夕无祸？在河。□□卜，行〔贞〕：〔今夕〕无〔祸〕，〔在〕雇。”（《合集》24420）雇与河见于同版占卜，关于河，如前面详加论述的那样，它在安阳之东自南向北流过，那么，雇在商都以东是完全有可能的。卜辞中的雇地也很可能就是“韦顾既伐”之顾国的顾地，地在齐地的范县。对于顾地的这两说，若取范县说，可以解释为成汤在攻取了韦之后，为了解决后顾之忧，在南下攻伐郑地的昆吾之前，先攻伐了夏在东方的盟国顧。若取旧原武县即今原阳县原武镇说，可以解释为成汤攻取了韦之后，又继续南下至今原阳县原武镇，攻取了这里的顾国。只是笔者认为顾在河南范县东南说更为合理。

昆吾所居有两处，一处见于《左传》哀公十七年，“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地在今河南濮阳。另一处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旧许地望，一般说在今河南许昌，邹衡先生考证在今河南新郑，
邹先生的新考是有道理的。卫地与郑地（或许地）都留有昆吾居住之迹，应该是昆吾迁徙的结果。诚如金鹗在《桀都安邑辨》中所言：“夏桀时昆吾在许，不在卫。”也就是说，昆吾先在卫地濮阳，后来由濮阳迁到了新郑或许昌。夏末居于新郑或许昌的昆吾，是夏王朝在东部门户地带的重要盟国，成汤伐取昆吾后，郑地即变成了商攻夏的重镇。

由以上对韦、顾、昆吾诸地的梳理，可以看出若从内黄郼亳的视角来看“韦――顾――昆吾――夏桀”的经略战略，显然很有其合理性。位于滑县的韦，不但距离亳邑很近，而且挡在成汤向南经略的路口，所以成汤较早地解决了它。位于范县的顾，很可能是成汤在东方“景亳之会”之后，顾仍为夏桀的盟国，因而成汤攻取了它也就解决了后顾之忧。位于新郑的昆吾，是夏的盟国中比较靠近夏都者，也是夏在东部地区的门户之一，所以也就成为夏的盟国中最后被攻取者。据《孟子·滕文公下》讲，成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所以，所谓“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只是其中较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而已，但它大体上勾画出了成汤的经略路线。

在汤居亳的研究中，葛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孟子·滕文公下》说：“汤居亳，与葛为邻。”又说“汤始征，自葛始。”所以，葛国所在地成为汤亳在何处的重要参考值。葛在何地，传统的观点以今河南宁陵县之葛乡为葛伯国，宋地北亳说和南亳说者力主此说。但古代名葛之地并非宁陵一处，郑亳说的邹衡先生就找出了《左传》中郑地的“繻葛”、“长葛”、《通志略·氏族略》说的许州郾城的“葛伯城”、《路史·国名纪》说的郑西北的“葛乡城”、修武的“葛伯城”，以及燕地之葛、南阳之[image: image115.bmp]等。
目前，我们在内黄县境内或内黄县附近尚未找到古代名葛之地，只是在内黄、内黄邻近县的方志中找出一些叫做“葛庄”的乡镇村名，但它们的得名究竟能古老到什么朝代，还很难说。所以，内黄郼亳说中葛的问题，目前只好存疑，有待今后继续努力。

文献中说到汤居亳时，也讲到汤灭夏后复归于亳。如《逸周书·殷祝解》曰：“汤放桀而复亳薄，三千诸侯大会。”《书序》也说：“汤既绌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若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都，郑亳说者认为汤复归于亳是从夏都二里头回到了郑州。但文献只是说复归于亳而并未说究竟是走了一天两天还是几天，所以复归于亳也可以解释为返回到内黄郼亳。

三、甲骨文中只有唯一的一个亳

内黄郼亳说论述的是灭夏之前汤居亳的问题，推翻夏朝之后，成汤所居的都城，笔者以为不是内黄的亳邑，而应在偃师尸乡商城或郑州商城中去寻找。作出这样的判断，其理由，一是在内黄或其附近地区没有发现商代前期的都邑遗址。二是在偃师尸乡和郑州却发现两座始建于商代早期的具有都城规模的城址。至于偃师和郑州这两座商城具体的年代比较，如偃师商城的宫城、小城、大城与郑州商城周长近7公里的内城城墙以及内城中更早的夯土基址的比较，因问题甚为复杂，这里不予展开论述。
三是就偃师商城而论，《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条，班固自注说：“尸乡，殷汤所都。”《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也说成汤灭夏后“应天变夏作殷号，……作宫邑于下洛之阳”。偃师尸乡为成汤灭夏后所建的都城是有史可征的。

偃师商城虽有可能是成汤推翻夏朝后所建的都城，但如邹衡先生已指出，偃师尸乡在先秦只称为“尸”或“尸氏”在汉代以前并无亳称，称其为亳是后来的事情。
上引《汉书·地理志》班固自注仅称偃师尸乡为“殷汤所都”，并未称其为亳。所以，需要强调的是，偃师尸乡为汤所都与偃师尸乡在商代是否被称为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应混为一谈。

在甲骨文中，情况也是这样。甲骨文中的“亳”的用法有两种，一种是作为地名来使用的“亳”字，一种是以“亳土”这样的形式来使用的。“亳土”即亳社，是亳邑或亳地之社，所以，归根结底，单称“亳”，指的就是亳邑或亳地。此外，在甲骨文中另有“亳宁”、“[image: image116.bmp]亳”需要作一简单的讨论。关于“亳宁”的卜辞有：


……卜，争贞：令亳宁鸡贝鬯……             （《合集》18341）


贞：乎取亳宁。                             （《合集》7061）

对于这两辞中“亳宁”之“宁”，多数学者释为商王朝廷中的职官名，也有释“宁”为“贮”之古字。因甲骨文中除“某宁”外，尚有“宁某”、“多宁”，所以释“宁”为职官名较妥。宁为职官名，宁前面的亳就有可能是表示个人的私名，也有可能表示来自亳地担任宁职者。那么，前一辞可以解释为：令担任宁官的亳宁提供或送来鸡、贝、鬯等财货。第二辞也可能是让亳宁提供某些财货或做某些事情。若将“宁”释读为“贮”，那么前一辞可释为：令亳（亳地之人）储备鸡贝鬯等财货。第二辞可释为：乎取亳地储存的财货。总之，卜辞中“亳宁”词汇的存在，并不影响作为地名的“亳”，而且由“亳宁”一词也得不出卜辞中还有另一亳地。

关于“[image: image117.bmp]亳”的卜辞有：


丁未，令[image: image118.bmp][image: image119.bmp][image: image120.bmp]、亳。


不往。                  （《屯南》4513）

对于“[image: image121.bmp]亳”，有的学者释为“髦亳”。
然而，“[image: image122.bmp]亳”之“[image: image123.bmp]”与被释为“髦”（[image: image124.bmp]）
的甲骨文在字形上并不相同，笔者以为它们是二个不同的字。问题的结症是辞中的“[image: image125.bmp]亳”，有的学者把它视为偏正组合的一个词，释为“髦亳”，并举出卜辞中的“基方缶”作为类似的偏正式组合词。
笔者以为把“基方缶”像过去那样理解为基方、缶两个国族名、地名，对于《甲骨文合集》13514版所记“基方缶乍郭”，确实不太好解释。然而，“基方缶”之“缶”也可以解释为人名。“基方缶”之“缶”，在卜辞中有时是单独作为方国名、地名或人名来使用；有时也作为人名来使用。作为方国名、地名使用的例子有：“丁卯卜，[image: image126.bmp]贞：王敦缶于蜀。”（《合集》6860）作为人名来使用的例子有：“己未卜，[image: image127.bmp]贞：缶其来见王。”（《合集》1027正）而甲骨文中的国族名、地名和人名往往可以合一，“基方缶”之“缶”是该方国的首领之名，“基方缶”表达的一个方国，而不是基方、缶方两个方国。所以，在究竟是偏正式组合的词还是两个并列的地名的问题上，“基方缶”与“[image: image128.bmp]亳”是不好比拟的。对于卜辞中的“[image: image129.bmp]亳”，笔者认为还是把它释为两个并列的地名较妥。辞中[image: image130.bmp][image: image131.bmp]二字，第一个为人名，第二个为动词。作为动词的“[image: image132.bmp]”，一般释为征伐之征，但商承祚先生曾指出，《周礼·春官·太卜》“一曰征”，郑玄注：“征亦曰行，巡狩也。”因而主张“此征之义为巡狩，为行，非征伐之征。”
罗琨教授结合这条卜辞中，“[image: image133.bmp]”与“不往”对贞，指出“辞中的‘[image: image134.bmp]’是与‘往’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用语，也认为该字当有巡行之义 ，而不等同于征伐之‘征’。”
所以，这条卜辞是卜问可否令[image: image135.bmp]前往[image: image136.bmp]和亳去巡视。而[image: image137.bmp]、亳并列，是得不出卜辞中还有另一个亳地的，当然也并不影响“亳”指安阳以东的亳邑。

讨论了卜辞中“亳”的用法和所指之后，笔者认为卜辞中只有唯一的一个亳地，而且这个作为地名或亳邑来使用的“亳”，由于距离商都安阳只有几十里，从征人方的角度看，其方位应在安阳以东或东南很近的地方，所以，无论如何，卜辞中的亳不会在偃师，也就是说，偃师在卜辞时代是没有亳称的。同样，郑州商城一带在甲骨文中也是没有亳称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目前发现的商代前期的两座具有王都规模的城邑，又都无法把它们指认为甲骨文中的亳，这可以说是一种无奈，也是研究的实情，由此笔者提出，甲骨文中这个唯一的亳就是成汤灭夏前所居之亳，亦即《吕氏春秋》所说的“郼薄（亳）”，其地在安阳之东的内黄或其附近一带（如内黄靠近濮阳的地方），成汤灭夏以后并没有把亳名带到新都，或者至少在商代后期即甲骨文时代，只存在成汤最初在灭夏前所居的亳邑之名，其它情况则不得而知。关于卜辞中只有一个亳地，李学勤先生曾指出：“汉以下经学家附会‘三亳’之名，捏合了若干称‘亳’的地点，是不可靠的。”
今天我们重新检审相关卜辞，可以明确地说，在商代是不存在“三亳”的。

四、结语

以上笔者通过对甲骨文中的亳深入研究，提出了内黄郼亳说。这一说法，不仅仅是因为笔者把《吕氏春秋》中的“郼薄（亳）”即郼地之亳论证在了河南内黄或其附近，从而使当年岑仲勉先生提出的内黄说有了先秦文献方面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在甲骨文中，亳地与商地只有一天路程的距离，甲骨文中作为地名的“商”若能确定在商都安阳，那么亳也就非内黄郼亳莫属了。《吕氏春秋》的《具备篇》和《慎势篇》强调郼亳对于成汤来说，就像毕裎、岐地周原对于周武王的重要性一样，没有它是不能入主中原、获得取代前一王朝之成功的。以前的学者由于不主张郼亳即汤所居之亳，因而对于《吕氏春秋》对郼亳所作的这种强调，视而不见。然而，它是先秦文献罕见的把某亳与成汤灭夏之“成功”相联系而加以强调的一条材料。内黄郼亳说不但与《诗·商颂·长发》“韦（滑县东南）――顾（范县东南）――昆吾（新郑、密县一带）――夏桀”经略路线吻合，而且也不排斥夏末商族的势力已达豫东鲁西，只是它把传统上的北亳说还原为“景亳会盟”说，因为在文献上本来就有“景亳之命”或“景亳之会”的记载。夏末时期商族势力发展到了鲁西豫东地区，商人既有伐顾的战争，也有与东夷诸国结盟的记载，这与目前在豫东西部杞县一带发现比较晚的下七垣文化是一致的，后来随着商伐昆吾等国，商和商的东方盟军都来到郑州地区，才使得在建造周长近7公里的郑州商城内城之前，在先商时期即有可能建有大型的夯土建筑物，并在南关外下层和化工三厂H1等遗存中留有较浓厚岳石文化的因素。当然，郑州地区包括化工三厂H1在内的南关外下层类型实为下七垣文化与岳石文化相融合的结果，其中，有的遗址岳石文化因素较浓，有的遗址下七垣文化因素较明显。对此，笔者将在有关先商文化研究的一文中详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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